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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所谓“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被非文学的新形而上学所破坏。在

这种格局里，“艺术欣赏”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文艺研究”，其实只是以“艺术”为名的千篇一律的伪

政治诠释学。这种状况对以审美价值的传播为核心的艺术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当代艺术哲学如果要

想有所作为，就应该正视这种情况，让“阅读诗学”取代形形色色的“接受理论”，以便恢复文学作为艺术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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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作品与审美接受 

在《什么是文学》这篇文章里，法国存在论思想家萨特作过一个比喻：文学对象是一只奇怪的陀

螺，它只存在于运动之中。意思指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自足而不自在”的性质。所谓“自足”是指艺术

有其自身作为艺术的特性，不是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工具。所谓“不自在”是指艺术的存在方式

有对物质媒介的依赖性。换言之，艺术品只是当人们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它首先是无声的召唤，是

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所以有“作家带来语词，读者带来意义”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以

及“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1］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命题。 

这些论述的意思无非是强调，艺术不是如同一张桌子那样的，能够独立于欣赏者对它的关注而

存在的物品，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意义。重要的不仅在于，“对艺术的经验就是对意义的经验”，

还在于这种意义不属于大脑的认知活动，而只属于经验本身。换言之，“作品是通过观众对作品的体

验而实现自身的”。［2］所以诺贝尔奖诗人布罗茨基把小说和诗歌的本质解释为“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

解释学美学家伽达默尔提出要以“形象”的概念来替换“作品”一词。这些话的意思都表明，与日常实

用物品的能轻易地被人使用不同，欣赏艺术需要特别的修养。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在某种意义

上，“成为一个艺术观众就是要踏上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将改变观众，也使他接触到绘画所表现的

世界。”［3］（250） 

于是，优秀的诗人们往往有着对“知音”的期待。陶渊明在《咏贫士七首》的第一首就提出“知

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唐代苦吟诗人贾岛的《送无可上人》附注绝句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

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些肺腑之言表达了艺术家对于理想读者的期待。事实证明，这种

要求在艺术活动中并不容易兑现。所谓“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就像元好问

的一联诗句里所写的那样：“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战国时代俞伯牙与钟子期间“高山

流水”的传奇，反过来也表明了优秀艺术家虽然不多，但真正的知音同样难觅。 

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典故，是关于两位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和梅圣愈之间的故事。欧阳修



 
 
 
6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2008 

曾以“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自居的，但在对梅诗的解读与作者本人的自述相去甚远后，他也

承认：“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这其中的原因形形色色，清代诗论家袁枚指出过两点。其

一是口味的偏差。所谓“陶诗甘，杜诗苦；不相能，何相讥”。这种现象最容易发生于优秀艺术家之

间。比如伟大小说家托尔斯泰不欣赏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讥讽为“野蛮人”。普鲁斯特的小说在纪

德看来没什么意思，等等，就是这种口味偏爱的表现。 

所谓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

便那些优秀的批评家，同样难免受到自身欣赏趣味的限制，而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清代学人毛宗

岗评点《三国演义》十分出色，但他对同为名著的《西游记》却很不认可。提出“《西游》捏造妖魔之

事，诞而不经，不若读《三国》实叙帝王之实，真而可考”。其二是自以为是。比如中国历史上常有

妓与嫖客分手赠诗的习惯。曾有一位妓女给她的客人这样两句诗：“临岐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

棠。”曾有自作聪明者在《赠妓》中写道：“凭君莫拭相思泪，留着明朝更送人。”也有佟法海在《吊琵

琶亭》里对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对歌妓的同情不以为然：“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这

曾遭到袁枚的批评：说破如嚼蜡，说大杀风景。两位好事者都错在不懂生活世界的丰富性。还比如

清代钱泳的一首诗：“信宿扁舟夜未央，蛙声阁阁最凄凉。荒江月落天将晓，不辩官私闹一场。”据传

有某个“冢宰”见到后评曰：“此诗当为江南吏治而作也。”将此诗诠释为作者对江南主政当局的不满。

这是“有知识无文化”的结果。 

除此之外，导致艺术的知音流失、艺术意义被曲解的最常见的问题，在于主流舆论的“范式作用”。 

汉代的应邵说过，自古以来“随声者多，审音者少”。清代的王士祯也在诗中写道：“耳食纷纷说开宝，

几人眼见宋元诗。”开宝即“开元”和“天宝”，是唐玄宗年号，代表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昌盛。他的原意

是针对明人李梦阳“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之说，对人云亦云地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态度提出批

评。这是中肯的。尽管宋诗的成就总体不如唐诗，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特色。比如唐代虽有“大唐之

盛”，但边境战事从未中断，社会动荡不宁。而宋代江山尽管最后陷于外族，但由于赵家王朝尚文抑

武重视民生，商贸等经济有较大发展。因此，如果说唐诗发现了自然美，那么宋诗则可以说是发现

了田园乐。 

比如林逋《山园小梅》之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与金尊。”比如苏东坡《饮湖上

初晴后雨》之一：“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比如南

宋徐元杰的《湖上》：“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和晴好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比如

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再比如

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紫门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还比

如范成大的《田家》：“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上述所举这些宋代名诗，比唐诗更多一点日常生活的乐趣，因而在唐诗之外别开生面也是显而

易见的。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接受“宋诗味同嚼蜡”的成见，那就会无视这些宋诗的优点。但是，这些

因艺术修养和美学知识方面的不足造成的欣赏眼光与艺术趣味上的偏差，对艺术欣赏活动造成的问

题相对并不严重。相形之下，更为恶劣的是一种主观态度上对艺术作品缺乏起码的尊重。就像叶嘉

莹教授曾经指出的：“有些人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浅薄，而对于高深精美的东西不

能了解。而是他要故意诽谤那些美好的东西，是有心要诽谤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了什么？为了哗众

取宠，为了博得自己的一时的虚浮的名声。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的。”［4］这真是经验之谈。 

在艺术接受活动中，“人们自愿放弃自己喜爱的艺术体验，而从所谓的专家那儿取得他们所希望

得到的、对于自己的艺术行为的确认。”但这些以“文化研究”招摇于世的专家们所做的，则是“压抑

那些我们在体验艺术作品时所遭遇到的心灵冲击”。［5］（34，40）总是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而热衷于信口雌

黄满腔胡言，这是 20 世纪人文学界的一大奇观。用狄德罗的话说：“不停地阻止我们寻求欢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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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对于寻得的快乐脸红，这就是评论家的工作。”［6］（148）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人们盘点20 世纪

思想史时的最大困惑。 

哲学家波普尔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7］美国学者爱

德蒙森也作过这样的分析：知识分子是话语生产者，其职业优势在于发明各种新词汇。这就像一个

不道德的生意人总想费尽心思“唬悠”人购买并不需要的东西。在民主社会里，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负

担就是要不断说服人们改换术语系统，丢弃大家习以为常的讲话方式。他们“让人们不断地进行术

语调整和观念更新并非是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而是因为替代性选择将有助于他们自己更好地生

活。”［8］（147）这些“总是在巴黎或曼哈顿看日落”，并“在世界一些主要大学中享受一种崇高地位”的批

评理论家，只是一些“迷恋于口号而不看事物的实质”［9］（263）的知识分子。 

正如无聊的市民小报靠制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来吸引读者，现代知识分子不惜混淆视听来引人

注目。这种表现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各种理论为依据剥夺艺术作品的自主性，清除其审美魅力。以

形形色色的“接受理论”取代名符其实的“阅读诗学”。他们往往都会大言不惭地宣布，历史从自己开

始。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这部讨论艺术法则的书，以“社会学阅读消除了魔

力”而沾沾自喜。他以“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这个理论

设定为前提，对福楼拜的名著《情感教育》进行了一次重新诠释。在他看来“《情感教育》这部著作虽

被成千上万次地评论过，却无疑没有被真正读过”。［10］结论是，这部小说除了为这位社会学家的结论

提供了一份证明外再无可取。 

再比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他曾写道：“如果有谁说海明威是因希望表达或传达

某些基本经验而动笔的，那就错了；确切地说，他是以希望书写某种类型的语句而动笔的。”［11］他认

为，这位诺贝尔奖作家在《非洲青山》里对猎兽的描写只不过是一种假托，通过技艺的书写而表达出

工业社会的“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同时，作为海明威小说基本特色的“对男性气概的崇拜”，不仅

满足了新教劳动伦理，还体现了白人对落后民族的征服。将这种观点推而广之，得出这样的结论也

就属于理所当然了：古往今来所有那些受到赞美的“传统经典是欧洲中心论男性价值的象征”。［12］毫

无疑问，这是对古今中外所有既成的艺术解读经验的一次令人震撼的彻底颠覆。 

如果说关于伟大艺术经典如何优秀的说法，如今已不过是“狗咬人”的报道，那么这种关于白人

创作的艺术杰作都是白痴的说法，则完全具有一种“人咬狗”的效果。所以20 世纪以来的白人男性批

评理论家们，通过这种类似“自虐”的方式异军突起，获得了世界的瞩目。按照这个逻辑，真正的世

界文学经典还没有产生，因为这样的作品只能由基因技术制作的超人类物种所创作，否则属于任何

一个民族的艺术家，都难免带有他的民族的偏见。“欧洲中心论白人男性价值”的缺陷，不能由“非洲

中心论黑人女性价值”来取代。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只能永远陷入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困境中。显

然，这种逻辑尽管十分雄辩但却是荒谬的。它与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的，那个真实与实际存在着的

现实生活世界相去甚远， 

这让人想起鲁迅在《“绛花洞主”小引》里关于《红楼梦》的这句名言：“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

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3］显然，这里的“读者眼光”并非来自普通人，而是所谓“专业读者”。

在“人可以生来就是艺术家，但要成为鉴赏家却必须经过教育”［14］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这种读者通常

会被当作普通读者的楷模。这样，原本属于大众自己的事的艺术欣赏活动，渐渐成了少数人的专利。 

问题的症结在于艺术评价中所面临的一种两难处境，用19 世纪俄国批评大师别林斯基的话说：如

果没有任何理论而来评判诗人，那么，你的批评就会显得是随心所欲地以个人趣味与个人意见来决

定一切，这些意见仅仅对于你个人是重要的，而对于别人却不能算是法则。如果根据某种理论来评

断诗人，那么你会把你那种也许很不坏的理论发挥得很好，可是你不会把你所分析的那个诗人的真

相显示给我们看。“如果诗人的作品不能服服帖帖地躺在批评家理论的那张普罗克鲁斯特床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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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拉长它的腿，或者斫掉它的脚。”［15］无论如何，理论对于理解艺术的意义是一种障碍。为什么这

样说？ 

首先，理论家是根据某些抽象法则行事的，他的资本就是某种为他所娴熟运用的说法，所谓理

论也即对世界的某种逻辑设定。因此任何理论都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排斥性，用波普尔的话说：阶级

斗争论者处处都看到阶级斗争，弗洛伊德派到处都看到压抑与升华，阿德勒派在每个行动和每句言

论中都看到自卑感如何表现自己。这种妄自尊大的结果意味着对艺术自主性的剥夺。一位法国学者

说得好：“当我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研究达·芬奇时，我所见到的不是达·芬奇，而是弗洛伊德

本人。”［16］从理论出发的艺术批评，往往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行为。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说，理论家“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

现实服从他的理论”。那些大学教授的批评家，“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

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17］因为对于缺乏真切的艺术体验的理论家而言，艺术作品不再是供人欣

赏的对象，而成了为理论而存在的东西。詹姆逊曾坦白地承认：“具体的阅读只有在它包含理论要旨

的情况下才令我感兴趣。”［18］这句真实地反映了所有理论家职业特点的话令人恐怖。这样的阅读中没

有审美的享受，只有通过望文生义的手段实现侦破的快感。 

这让人想起鲁迅当年的这句话：“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

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19］无论如何，“为了从其中得到乐趣，这是一

切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20］而理论家的乐趣在于以作品佐证其思想。所以即便以“诗学”冠名的

所谓文艺理论，都内在地具有一种“反艺术”性。用身为著名批评理论家的希利斯米勒的话说：“不可

否认，文学理论促成了文学的死亡。”［21］事实上中国明代学者李东阳早就说过：“诗话作而诗亡。”所谓

诗话，就是对诗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的早期形态表现为中国式的片言只语，它的发达形态则就是

西方现代理论体系。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片言只语，它都意味着将丰富的感性体验转化为相对抽象

的理性概括。 

二、理论的兴起与欣赏的没落 
经过这样的过滤，再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因千篇一律而失去原有的意味。比如在“女权主义批评”

的代表作《性政治》里，作者提出：“文学作品是表现社会和传播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父权社会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最具有宣传性的，其目的是强调两性身份中的性别因素。”［22］根据这个

立场，她对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名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将其列为张扬“菲勒斯

主义”的典范。米利特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无视父权专制统治不仅对女人，同样也对男人实施暴政，

因而否认了劳伦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对父权文化的冲击性。在中国传统中，男诗人普遍地以女性

的立场写诗意情，正是专制政治无以复加的结果。 

再比如，在《小说的政治阅读》一书中，法国批评家雅克·里纳尔以“解释一部作品，就是在整

个社会学结构中论证这种世界观的功能”为由，以“新小说是以一种最具特色的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

念的拒绝的思想表现而出现的”这个结论为前提，将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

妒》，作为其“后殖民批评”的实验场。这里的问题在于他先验地“围绕着黑白对立构成的主线，排列

出全部附属的、稍有独立的星座”，［23］对文本中所有的“白”与“黑”的词汇极度过敏。以至于不仅黑

夜、土地等统统成了黑人的象征，灯火、白板等成了白人的符号，连“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下一

块发白的地方”这样的句子，都成了暗示白人殖民统治行将崩溃的表示。 

作者将故事里的那位白人女性对黑人男役的性趣，看作是以色情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昭示的处理，

却未能看到这里的逻辑恰好也能逆向地展开，把意识形态话语当作色情心理的表现来对待。在这种

阅读视野里，故事里的人物没有生命，只是群体的代表也即“黑人种族”的符号。这也说明，所有的

理论主义批评，实质上都属于作为“政治批评”的意识形态批评。它以“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

政治”和“政治阐释是所有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界”［24］这类蛊惑人心的说法，取消了艺术文化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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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把具体的艺术作品视为不同权力集团宣传教义的工具。在“艺术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

能使那些隐藏的意识形态被知悉”［25］这样的主张中，艺术理所当然地成了少数掌握文化密码的思想

侦探们进行政治揭秘的竞技场。 

但事实证明，“意识形态当然能以诸多方式影响艺术，但审美价值从来就不是完全由意识形态决

定的。事实上，审美价值之为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26］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莫

过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德加以巴黎洗涤行业里的劳动妇女为素材创作的《熨烫女工》。德加以这个题

目创作了除速写外的正式的27幅作品，时间长达33年。社会学家提供的材料证明，这个行业在当时

占据了巴黎妇女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一个全职女工的年收入还无法

抵消她当年的开销，其代价却是这些女工们普遍因劳累过度而患胃炎、喉炎、肺炎等疾病，并因而酗

酒成癖让生命过早结束。 

面对这样的悲惨情况，德加却在给友人的信里发出了“祝法兰西那美好的洗烫行业万岁！”的欢

呼。这让一些评论家指责德加，认为他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话的确不无道理，因为德

加的这声由衷的欢呼，仅仅是出于这个行业成就了他的艺术的考虑，而全然不顾作为他画笔下的模

特的那些女工们的生活状况。但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正是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成就了德加的绘

画艺术：德加没有将这些画变成只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惨无人道的控诉，而是让它们成为那

个时代的巴黎女工们的讴歌。画家的笔下不见丑陋肮脏让人嫌弃的劳苦女人，相反“德加提取了熨

烫女工最勾魂的动作，用它来使我们心醉神迷”。［27］（453）这些作品无疑达到了真实性和美感的有机统

一，这既表现在画家通过笔触和空间结构揭示了这些女工的孤独和疲惫，也表现在通过展示她们作

为女人的性感而呈现的生命力上。 

值得注意的不在于德加和巴尔扎克一样克服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形态偏见，而在于他们的作品成

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成为“为所有人的艺术”。换言之，与一般文化形态中意识形态往往导

致意义的贬值不同，“在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的同时又具有客观价值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28］

因此正如两位英国学者所说：无论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也不论他在创作时

以怎样的意识形态视野去对待其创作，只要他具有真正的艺术天赋并遵循艺术的法则，沿着艺术构

思的轨迹，接受审美媒介的主导，那么他就能像德加那样创造出一种相对抽象的、有美感和召唤力

的作品。［27］（448） 

德加笔下的这些熨烫女工们的形象之所以是艺术杰作，是因为你无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指手

划脚说三道四。你不能说，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劳动的妇女们不能拥有她们的一点快乐和魅力；你

不能认为，艺术家这样处理是对劳动妇女的不尊重，尽管这样的画博得了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们的

欣赏喜欢。因为如果画家将这些女工画成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酗酒婆，不仅失去了美，同样也能受

到诸如“丑化工人阶级”之类的意识形态指控。所以，任何试图以挥舞“意识形态”旗帜的方式在艺术

批评实践中赢得名符其实的胜利，都是痴人说梦。 

如果按照“政治阐释是艺术阐释的绝对视界”的说法，我们该如何解读曹操的《龟虽寿》，对他

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进行阐述呢？恐怕只能理解为：这位封建枭雄不满

足于独霸江山君临神州的伟业，还有独步全球一统天下的野心了。这种阅读虽说能大长炎黄子孙的

民族主义气势，但却只会让这个文本的诗意兴味荡然不存。就如倘若将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只是看作为对“唐祚将沦”的隐喻，则会让它从中国诗史上销声匿迹。 

所以政治批评的没落，昭示了以意识形态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主义诗学的破产。美国学者拉尔

夫·史密斯曾将“理论主义”的弊端概括为“视角论”和“一般论”。对理论主义而言，“解释一个现象

就是将它和比它更一般的原则相联系。”理论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实在我们有关它的

理论之外没有独立的存在。”［9］（264）在理论主义者眼里，生活世界无足轻重，唯有理论主宰一切。这种

观点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它对世界的认识是荒谬的，它对艺术作品的诠释更是拙劣的。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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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再也不要理论了！要的是作品。理论是人类的祸根。”［29］（12） 

如果这样的话听起来过于刺耳，那么这个见解无疑是事实：“面对作品所提供的生机无限的难以

捉摸的快感，理论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弱了作品的意味。”［8］（29）为什么

这么说？因为归根到底，所谓“艺术的意义”具有非理论概括所能把握的“超概念”性。造成这方面的

认识偏颇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在“意义与语言”的关系上由来已久的“语言霸权主义”。按照这种语言

观，意义只能是语言的产物，因此，语言中的意义也就是概念的等价物。这种说法早就遭到一些优

秀语言学家的批评。 

美国文化语言学家萨丕尔就指出，“一个典型的语言成分标明一个概念。但是并不能由此引申

说，语言的使用永远或主要地是概念的。”［30］他认为，人类语言具有一种流动性，由此而与意识形成

多层次的关系。这水平面可以高到注意焦点里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也可以低

到为个别印象所占据的心理状态。这样，通过抽象从知觉中获得的词义，具有再回到知觉中去的倾

向。［31］这导致了语言的“透义性”。比如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词汇，通常不会意识到其物质的“能指”

方面，而是直接地面对语义所指的对象，在意识中以自我的经验去“充实”这个对象。 

语文学家夏丐尊先生说得好：对于语感敏锐的读者，“赤”并不只是作红色理解，“夜”也决不会仅

仅被当成昼的反面，“田园”同样不会只是一块单纯种菜的地方，“春雨”更不会只是一场春天的雨。对

于他们，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生机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

无常、寂寞等等说不尽的意味。美国学者帕克也谈到：“当我讲出‘海洋’这个词的时候，我可能不仅

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不仅重新经验到大海会给我的愉快，而且我的意思还可能为大海的视觉、听

觉、嗅觉的形象所笼罩。”［32］ 

但这只是说，意义在被我们理解时，具有一种超越概念而与具体事物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而

并没有涉及“意义是否拥有语言之外的根源？”的问题。只是表明即使是词汇意义也有“非解释的语言

理解”的特点。还须进一步追究是否存在“非语言的意义”这种东西？毫无疑问是有的。这就是常被

引用的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之四里后半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从眼前“夕阳西下飞鸟相还”的景象中不仅产生一种美好感受，而且

还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蕴含其中的超思维的生命意义。就像叶嘉莹教授曾解释的：“什么叫‘真意’？那是

诗人在这一片美丽的黄昏景色之中体会到一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33］（413）它是先于语言并无法借语

言而传递的体验。 

这表明，尽管意义是在语句的表述中形成，并在语句的完成中充分展开的，但作为语句交流目的

之内容的意义，事实上潜在地“先于语句而存在”。［34］而这也就表明，“既存在非解释的语言理解，也

存在非语言的有意义的经验。”［35］美国学者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里指出：我们无法“谈论”或

清楚地“思考”没有以某种方式被语言所表述的事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不能非语言地“经验”或

感性地“理解”它们，更不表明这些东西倘若不在语言中就不能为我们有意义地存在。对这种感觉经

验中的意义的忽略与漠视，是作为后理性主义代表的语言哲学的特点。这为注重“回到事物本身”的

现象学哲学提供了契机。因为“现象学提醒我们注意：意义是内在于感性的，意义是由一种独特的意

识所体验的”。［36］（163） 

但这所谓“独特的意识”又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就是不同于通常所谓“大脑意识”的“身体意识”。

对意义相对于表达语句的“先在性”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把“作为文化的身体”与“作为自然的身

体”区分开来的必要性。因为在本质上属于非语言的这种经验是“身体意识”的结果。它不仅像马克

思所说，能够让“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37］而且由它所提供的“身体经验”，犹如

叔本华所强调的，“构成了进入真正现实的大门，这种真正现实就是事物的内在本质。”［38］所以说“灵

魂之所以为灵魂，因为它也是肉体”。［39］正是在这种“身体意识”中体现了心灵／精神与肉体／物质的

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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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意识”的认识，为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意义超越抽象概念系统的存在提供了基础。纪伯

伦写道：“人听不懂枝头小鸟说的是什么，也听不懂鹅卵石上轻轻流淌的泉水叮咚和缓缓推向岸边的

阵阵涛声。人不解雨水不住地滴落在树叶上讲述的故事，不懂其用轻柔的指尖敲击玻璃窗时讲述的

故事。人也不懂微风对田野上花朵诉说的是何种情愫。不过他感到他的心知晓并理解所有这些声音

的意义，因此才时而高兴为之震颤，时而又因忧愁和烦恼为之悸动。一些声音用一种隐幽的语言呼

唤他，智慧将之置于他的自然天性面前，于是他的心同自然频频交流，而他自己却默默无言。”［40］ 

这种经验性意义也就是艺术的意义，它仍然可以“借助”而非“通过”语言媒介得到有效表达。这

种意义是一种“不具有自身实在性”的，有待于“感知地实现”的存在物。［41］用庄子的话说，也即“语

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秋水第十七》）。话语中

不仅有可传之“意”，而且还有一种虽与意同在但却无法“言传”而只能“意致”的一种东西。换言之，

人类的语言交流中不是“语”与“意”两种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意之所随者”第三种东西。 

借用现代语言的范畴来说，就像语与意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意”同样是其“所随”的能

指，而后者是前者的“所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作品的意义是没有意义。”［36］（164）这个“没有

意义”所指的意义是语言的词汇意义，这种意义也即通过常规话语形态予以传递的语言中的抽象意

义。不同于这种意义的“作品的意义”是非语言的经验现象，是作为语言词汇意义的“所随者”。它能

借作为“语之所贵者”的“意义”，以“不可以言传”的方式被表达。所以，艺术的意义具有“可悟不可

说”的特点。比如17世纪日本诗人巴蕉的俳句：“这条路／无人行／在这个秋日黄昏。”虽然我们能够确

认，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清楚说明（“秋日黄昏”与“这条路”），以及一个事件或非事

件的清晰描述（“无人行”）。 

对于真正的“诗歌读者”，应该意识到被作者清晰地“说出”的所有这些信息，并不是诗人真正“想

说”的。那么这首诗究竟说什么？其作品意义何在？它说的显然不是由字面信息提供的那件“发生的

事情”，其意义是作为借言语词汇意义而指向的东西，而“默默地隐藏在‘字里行间’”［42］的一种莫名

的惆怅与感觉。所以，对于采用写实手法创作的再现性艺术来说，正确地理解艺术必须把艺术的“题

材”与“内容”区分开来。题材是可与作品分开、存在于作品之外的事物之中的东西。而内容是作品不

可分解的一部分，它是与表现媒介融为一体的东西。这就能解释，何以艺术可以“不懂”而被“理解”。

因为理解艺术意义无须经过大脑运用概念进行智性审核。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经验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都是“在身体上让人愉快的”［43］现象。正是出于这

种考虑，在《反对阐释》一文里，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耸人听闻地提出：“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

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她的意思当然不是为消费社会里泛滥的色情行业鸣锣开道，而是强调在对

待艺术作品时必须恢复对感觉的尊重。换言之，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

听，更多地感觉”，［44］而不是将它转化为某种理论假设。艺术意义的特殊性昭示着艺术文本的相对自

主性，艺术有权得到应有的尊重。虽然刚刚过去的这个百年曾以“理论时代”（Moment of Theorty）著

称，但这并不是美学与诗学名符其实的光荣，恰恰相反，是一种耻辱。 

三、诗性意义与感同身受 
为了拯救艺术的意义，的确到了对这种妄自尊大的理论进行“弹劾”的时候。要想实现艺术文化

的价值，首先必须对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作出“罢免”。 

必须“站在诗歌的立场”来对抗那种“概念化的批评”。事实不仅是“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弗洛

伊德批评家赢得过任何尊敬”，［45］没有一种“理论批评”提供过关于艺术的智慧。症结在于，这些靠谈

论艺术谋生的所谓批评理论，其真正意图根本不是想让人们更好地欣赏艺术，而是费尽心机地要取

消作品的价值，以他们的高谈阔论取而代之。这些问题恰恰说明，关心艺术的意义无须理会“理论

的大脑”，但不能不关心“音乐的耳朵”。换言之，“诗是需要分析的，但要像诗人那样来分析，不要失

去诗的气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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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拥有这幅耳朵？怎样才算以诗的方式来分析？清代学者薛雪在《一瓢诗话》里提议：努

力“竖起脊梁，撑开慧眼”，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话不错但显得语焉不详。

德国浪漫派诗学家施勒格尔说过：艺术需要判断力，这种能力需要有相关的学问。没有这样的学问

是不能做出艺术判断的。但是这种学问远远不是艺术判断本身。这体现了辩证法的正确，但让人无

所适从。早些时候，法国学者吕克·夏吕姆认为：“在理论家冷冰冰的冷漠和艺术家朋友的充满热情

的激进之间，很自然地存在一些中间立场。”［47］这话中肯但也失之笼统。 

不久前，美国米勒教授在他的新著《文学死了吗》里这样建议：“要想正确阅读文学，必须成为

一个孩子。”［48］这宣判了所谓“批评理论”的破产。为了成为名符其实的“艺术读者”，有三点值得一

提。第一是恰当的态度。卢森堡曾经写道：“你能够‘解释’莫扎特的音乐吗？对于那些不能从最小的

事情当中体察生活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本身就缺乏生活魅力的人来说，你能给他们‘解释’生活

的魅力是什么吗？”［49］理解艺术的起点就是热爱艺术，面对那些真正想拥有“懂音乐的耳朵”的人“我

们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没有对文学的热爱就没有对文学的批评”。［50］在“主义”的旗帜下，我们能看

到一批借文学研究的平台牟取生存暴利的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欲望，看不到对人文艺术发自内心的

兴趣与喜爱。 

态度问题也意味着对艺术的尊重。也就是承认，尽管人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时可以视而不见不予

理睬，但一旦你试图接近它和了解它，你就得按照它的指令行事，否则就毫无意义。意大利博洛尼

亚大学人文学教授和著名作家安贝托·艾柯曾提出：在批评活动中，存在着“应用”艺术和“使用”艺

术的不同。你可以“使用”一个艺术文本做任何与它“作为艺术品”无关的事情，但你只能“应用”它

来做一件事，那就是给这件艺术作品以相对准确的诠释。所有的“使用”都显得主观随意，由使用主

体所决定。而“应用”则总是“从作品本文出发，因此它会受到本文的制约”。它承认在“创造者意图”

和“诠释者意图”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文本的意图”。［51］这是一部艺术作品的灵魂。 

何谓“尊重”？就是从作品自身特点出发，不“借花献佛”地借艺术以玩花样。狄德罗曾写道：“心

术不正，能有完美的鉴赏力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可笑，其实不是的。”［6］（142）欣赏艺术当然无须成为助

人为乐的“劳模”，但却需要有必要的阅读伦理。比如这首七绝《庐山》：“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

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它的作者是当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坊间一度流

行关于此诗的这种解释：是作者对其某次美满的房事经历的形象比喻。“暮色”是指房事发生于傍晚； 

“乱云”是对那位佳人之美貌丽姿的形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以面容之美暗示身体之妙的手法；“仙人 

洞”云云则较为露骨地指代对象的生理特征，同样属于道家的一贯范畴；而末尾之句则是进一步通过

对佳丽最具性征的乳房等身体特征的描述，表现出作者的体验。 

如此这般的说法看起来理由充分，是西方弗洛伊德大师的性欲理论与中国古代道教传统的完美

结合，但唯独对作品本身缺少尊重。只要从此诗的写作背景发生于庐山，而庐山上确实存在诗所描

述的那些景象来看，这种诠释就不能成立。尽管这首诗的确算不上杰作，但将它作这种色情化诠释

只能属于对它的人为“使用”而不是准确的“应用”。这种诠释的问题在于，它并不出于欣赏的目的，

而只是一种借题发挥，使之成为一种政治调侃。 

诸如此类看似荒唐的举止，正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理论批评所普遍拿手的做法。因此，良

好的艺术态度说到底还意味着学会区分“欣赏”与“消费”的不同。如何界定“欣赏”？让我们用一个

实例来说明：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谈到法国浪漫主义伟大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

批评说这是一幅概念化的作品：一个年轻的女人，裸露着乳房神情严肃地站在街垒上，旁边是一个拿

着手枪的小孩子。他表示：“虽然我不喜欢这幅画，但将它排除于伟大的绘画之外恐怕是荒谬的。”［52］

欣赏与喜好一样具有主观性，但后者仅仅体现主观意志，而前者却有着客观的诉求。 

就像没有谁会主动选择去吃不爱吃的东西、穿不喜欢的衣服、做不乐意的事，我们的消费行为纯

粹听从主观喜好的支配。与此不同，我们的欣赏不仅不必局限于我们所喜好的东西上，而且往往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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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经验的加深，我们就学会欣赏我们未必喜好的事物”。［3］（256）事实上，如果说纯粹的喜好往往满足于

个人的需求，那么真正的艺术欣赏总是期待着被分享的。这就是真正的美食家与普通的好食者的区

分所在。 

拥有“懂音乐的耳朵”的第二点是需要合适的方法。鲁迅曾经说过，诗歌不能凭仗哲学和智力来

认识，所以感情已经结冰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53］用宋代文豪欧阳修的话说：“弹

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艺术需要被情感地对待。它意味着理解艺术的一条基本法则：注

重感觉过程。就像作为“感情的一种独白”的音乐，归根到底是感觉而不是声音。［54］艺术的意义不是 

“通过”媒介而传递的现存物，而是在艺术作品中借助媒介而“涌现”的生成物。因此，与重视结果的 

科学认识不同，在艺术接受活动中，“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55］离开了这个体验性过程，就无

所谓艺术欣赏。 

关于艺术诠释的有效方法，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体验。换言之，我们只能在获得了体验之

后再去谈论艺术，而不是凭借任何知识。正如林赛·沃特斯所说：“只有在你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你

才开始意识到你所接触的是艺术。”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必须以“整体性”的方式对待艺术作品。学者

们早已指出：“在新批评兴盛时期，批评使得诗歌平淡无味。”［5］（105，229）这是因为这种理论批评热衷于

把作品条分缕析。合适的艺术方法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欣赏来理解。欣赏是感同身受，它要求整体

性地对待作品。叶嘉莹教授说得好：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所以欣赏诗的时候必须把它看作一个

活泼泼的生命，绝不能把它搞成僵死的教条，就好像分析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千万不要把他搞成一

具尸体解剖的标本。“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

句去分析它的好处。”［33］（72，107） 

艺术诠释的方法之二是“理解的循环”。塞尚说过，面对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要想‘知道’，更

好的办法就是去‘感觉’；要想‘感觉’，更好的办法就是去‘知道’。”［29］（33）这话听上去显得语焉不详，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仔细琢磨却是深刻的经验之谈。与艾略特的这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解

一首诗就像以正确的理由来享受它一样。但“除非我们理解了一首诗，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充分享受

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除非我们享受了一首诗，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这

也同样是真的”。［56］这种“理解的循环”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逻辑的循环”，来自于经验与观念的互动。

它反映了哲学家怀特海在《思想方式》里所强调的，美学经验是享用自明性的一种方式。 

艺术诠释的方法之三，就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比如，孟子关于读书的“知人论世”的观点，一

直被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个思想范式的作用下，中国古人在批评诗的时候形成

了一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发源于英国发扬光大于美国的“新批评”派，

与此相似，注重的是由字词句构成的作品本身的文本性。这种做法对有些诗是必要的，但有些就不

必。比如脍炙人口的《古诗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33］（73）但如果将这个方法绝对化，就

没有艺术。首先，在有些艺术作品里，如果我们不了解诗歌创作的具体语境，就不能欣赏其真谛。让

我们举例说明。 

其一，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作品流传广泛。如果不知其创作背景，它就只能被作为一种“形式美”的典范来理解，充其量

欣赏作品工整的对仗。比如，“两个”与“一行”，“黄鹂”与“白鹭”，“鸣翠柳”与“上青天”，以及“窗

含”与“门泊”，“西岭”与“东吴”，“千秋雪”与“万里船”等。此诗的一个关键是地理，“西岭”即成都

的岷山，东吴在江南。此诗写于764 年，杜甫于上年763年作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此时安史之乱

即将结束，诗人即将能够南下而未成行之际。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资讯，那么再读这首诗就会别有

一种意味。 

其二，杜牧《怅别》：“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这首诗有一个创作背景，据传诗人进士及第后应邀去友人湖州刺史崔公处游览参观，主人因诗人有



 
 
 
14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2008 

怜香惜玉的名声，特意召集城里所有名妓让他欣赏，并为他举行赛船会引来全城姑娘抛头露面。但

都不中他意。傍晚时，杜牧自己在路上偶遇一位老太，身边有十来岁小女。却让诗人一见就喜欢。当

时便付给对方许多财帛并留言：等我十年来此作刺史。若逾期可另嫁人。但杜牧于二十年后才来湖

州，立刻寻访当时看中的那位姑娘，得知已于三年前嫁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果排除这个故

事欣赏，这首诗只是表达了一般赏花思春之作。但如果结合上述这个背景来读，便多了一份人生的

感慨。 

其三，苏东坡《初到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食荔支二首》之二：“日啖荔

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些作品均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

之后，在蛮荒的流放地所作。只有结合这样的地理背景，才能体会出这些诗篇不以人生之苦为苦，而

能从生活中发现一点乐趣的旷大。否则，仅仅将它们当作品尝美食之作，就不具有如此的份量。 

以上三例，是知道语境有助于对作品精神意蕴的深入理解。除此之外，另有些作品如果不知语

境，甚至会产生不恰当的误读。比如盛唐诗人高适《燕歌行》，其中最关键的一联是第六联“战士军

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通常都诠释为是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事实

上是一个著名典故。《旧唐书·张守圭传》：当时守军主帅张守圭由于兵力不够城中人心惶惶信心不

足。便大胆上演了一出空城记。让人在城墙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让敌军疑为城中有备而不敢

攻城退却。但也有些作品恰恰相反，知道背景后反而会失去意味。比如中唐诗人朱庆馀的《闺意上

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众所周知，此诗是写给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称赞其好：“此诗

不言美丽，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这是“就事论事”的文本阅读，说得中肯。但此诗

题目的提示让读者无法如此读。张籍曾回复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

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朱庆馀为越州（绍兴）人，曾献张籍二十六首诗，其中有《采莲》：“隔烟花

草远蒙蒙，恨个来时路不同。正是停桡相遇处，鸳鸯飞出急流中。”这些诗都是借花献佛之作，诗人

以小女人自比，借新妆出镜之事询问仕途之事。知道这样的背景再来品味诗歌，便面目全非味道全无。 

以此而言，理解艺术有着与禅宗的修炼相似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

是山。在第一境界，我们把艺术作品等同于生活世界，只会简单地欣赏其题材。在第二境界，我们

学会了欣赏艺术家的技术，懂得了欣赏作品的诸如色彩与构图、词汇与修辞、旋律与音调等形式方面。

但在第三境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重新将关注的视野落实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意味。但却是在

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回归。因为归根到底，“生活的直观性质，是审美经验的第一要素”。［9］（288） 

理解艺术的一个基本法则是尊重生活常识。阿瑟·米勒曾经提出，好作品未必要博得评论家们

的一致赞扬，但“一部剧本应该对有常识的人讲得通”。阿多诺也认为，与科学方法对常识的轻视不

同，在艺术实践中“常识是更好的向导”。［57］这些见解看似保守，但值得一提。尽管作为生活的“异

在”的艺术，具有一种“不可还原”的特点，就像马尔库塞所说，“只要这部作品是艺术，它就不是现

实的东西”。但归根到底我们必须承认，“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58］理解艺术的不二法门就是

生活体验。 

所以小说家詹姆斯说：“人们如何体验生活，他们也就会如何体验和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小说。”

批评家弗莱也曾感叹：“那种用‘洞悉生活’字样形容的文学批评，也即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对于自己经

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东西，也许是文学批评能够获得的最易于显示它所研究的作品的手段了。”俄

罗斯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更是生动地表示：“涅瓦河上的一个白夜，比起数十本作品以及关于那

些作品的数十小时的思考来，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俄罗斯诗歌。”［59 - 61］这些经验之谈道出了阅读诗学的

实质。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喜新厌旧的文化时尚中随波逐流，而是学会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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